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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论
◆观 点

改革要法律授权，在今天有重要意义。

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有全面部署，有国家

行动，要解决的是当前国家发展重大难题，

任何一项改革措施都事关全局，牵一发而动

全身，有战略意义。在这个背景下，改革不

是打打“擦边球”，行权宜之计，或者化解

一时一地的问题，而是必须有纲领性、全局

性的指导。所谓先立后破，形象地说就是，

设计好了再行动，务求科学和谨慎。那种试

探法律甚至直接突破法律的闯关方式，于今

不再适用，甚至需要警惕。

回顾 30多年前，改革开放从“摸着石头

过河”开始。突破思想禁忌，打破制度牢笼，

探索、试错、纠错，都是“摸石头”。在那

个年代，思想解放一点，勇气增加一点，都

能很快取得改革成果。那些优秀的改革创造、

突破，往往既无先例可循，也“无法可依”，

本质上，是以一种“零星试验”，为国家、

社会转型探索出路。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确立，国家要走怎样的道路，要朝着

什么方向，已经无比清晰。今天，改革的最

大任务已不是打破制度牢笼，而是制度体系

的自我完善；不再是一个“不破不立”的激

荡过程，而是一个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过

程。靠什么求证？就是法律。

当然，重大改革没法律规定不得授权，

这不仅仅是重申改革的法治化原则，也对改

革的法治化能力提出了要求。改革要法律授

权，并不意味着改革调整将失去了机敏性，

说明法律自身同样需要一场改革进程——那

些不适应当下现实的法律，甚至那些不合理

的法律，需要裁汰；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情况、

新问题，需要更及时反映到法律中。甚至，

改革的方案设计，可能就是以法律规定来体

现，某些改革措施将直接等同为立法、修法

过程。

世界上，任何完成现代化的国家，或者

进入快速现代化轨道的国家，其国家进步，

都由稳健的法律体系支撑。也就是说，现代

化、法治化国家，是以立法的形式向前推进。

在这些国家，重大的改革调整，往往也体现

为立法成果，一届政府的政绩甚至可能就是

一个法案。当前，我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国家全面进入法治化

轨道，这意味着，国家重大改革调整要在法

治化轨道完成。这不仅是说改革要遵守法律，

也是要让改革意图首先上升为法律意志，让

改革手段事先确立为法律方式。也就是说，

同样要以立法推进的方式为改革“授权”。

改革任务异常艰巨，今年政府报告拟定

的改革事项就有 60多个，可能涉及的法律调

整内容自然不少。改革不逾越法治化轨道，

同时确保改革调整灵敏度，必然对法律调整

效率提出了考验。总之，国家立法程序、机

制，要与当前改革节奏相匹配，要有适应改

革的快速反应能力。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

某种意义上，正是为国家治理汇总立法意见，

而今年的两会主题就是改革，围绕改革进行

立法讨论将是两会重任。

重大改革没法律规定不得授权，法律同

样要有适应改革的快速反应力，两者是相辅

相成的关系。（2014 年 3 月 10 日《长江日

报》肖畅）

要有适应改革的立法反应力

◆史海钩沉

继去年展示建设工程项目审批“万里长

征图”引起轰动之后，广州政协委员曹志伟

日前又亮出了长达 3.8 米的“人在证途”，

再一次受到全国关注。曹委员不过是把人们

见惯不惊的事情做了一次集中展示而已，真

正发人深省的，不是那两张刺眼的图表，而

是每一项审批、每一个证件的背后对应的、

无处不在的坚硬权力。这直观地展示了以审

批制度为核心的行政权力对经济社会生活的

覆盖与管控程度，也清晰地表明，在啃“硬

骨头”的改革攻坚阶段，厘清政府与市场、

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多么紧迫而艰巨。

恰好能与此形成积极呼应的是，国务院

日前决定，向社会公开国务院各部门目前保

留的行政审批事项清单，以锁定各部门行政

审批项目“底数”，接受社会监督。“晒”

出权力清单、亮出“权力家底”，这是现代

政治文明和行政伦理的基本要求，也充分体

现了为政者的自觉与自信。而在更大的视野

和格局中，备受关注、广受赞誉的权力清单

制度仅仅是朝着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目标迈出的关键一步，更为重要的是，这应

该成为进一步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深化行政

体制改革的新起点。这当中，有三个方面值

得关注和考量。

第一，被锁定的行政审批权力本身是否

科学。行政审批项目是政府职能的表现形式，

转变政府职能才是精简行政审批之根本。十

八届三中全会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大

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等一系列

要求，可以预见，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

行政权力的覆盖领域将经历一个压缩的过程，

现存的行政权力清单相应地还将精简和优化。

由此，在权力清单中被公布的“底数”显然

不是“保底的数”，恰恰相反，它应该是根

据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需要，顺应

政府职能持续转变进程，不断进行再梳理、

再论证、再精简的“变数”。

第二，行政审批权力的行使是否规范。

权力清单仅仅是一张清单，而实际的权力行

使却有着很大的演变或异化空间，这需要有

一个贯穿决策、执行、监督各个环节，科学

刚性的完整制度体系来规范。长期以来，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着眼点和着力点，更多地

放在了具体操作流程的再造和优化上，以期

尽可能地在既定框架内提高效能，其积极意

义当然应予充分肯定。然而从全面深化改革

的要求来看，在行政审批权力行使方面，除

了解决流程问题之外，更需统合人、制度、

工具等多种因素，在责权的明晰、全程的监

控、作风的转变等方面综合施治。

第三，约束行政审批权力的笼子是否管

用。实行权力清单制度所秉持的基本理念

是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

度的笼子里”。因此，既要看到公布权力

清单和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的紧密逻辑

关系，也要看到两者之间目前还存在着不

可小视的距离。众所周知，行政权力具有

天然的扩张性，不能完全寄望其能有效地

自我控制和自我监督，而“制度的笼子”

说到底也是一种权力，要真正关得住行政

权力，这个笼子就必须是通透明亮的，无

可遮掩地呈现在阳光之下和公众面前；必

须是坚固耐用的，面对强大行政权，也能

充分发挥监督、制衡、约束作用；必须是

铁面无私的，笼子的钥匙绝不可能由被监

管者自己或者与其暗通款曲者持有。这实

际上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的“让人民

监督权力”的问题，还需要更科学更精细

更管用的制度设计与刚性执行。（2014 年

2 月 22 日《成都商报》杨晓阳）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把改革列为政府工作

的首要任务，强调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

向深化改革要动力。在诸多改革中，把深入推

进行政体制改革放在了首位，强调要从政府的

自我革命高度，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背水一战

的气概，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

2013 年以来，政府改革取得了积极的成

效。不过，相对于政府的大胆改革，市场、社

会的反应则不如预想中的那么热烈，不少民众

甚至感觉不到太大的变化。这里有改革红利释

放的时间差因素，有一些审批权是下放而非精

简的因素，也有这次精简的审批事项本身就是

一个“僵尸”的因素。

更主要的，则是经过 30 多年的第一轮改

革，经济市场化了、社会多元化了，而政府特

别是地方政府层面则基本上仍躺在计划经济体

制下形成的制度上，维系着计划经济时期的

“基本盘”，按照计划经济时期的思维、惯性

运行着。

理论上，我们现在只有中央政府对民众的

服务与管理是全覆盖的；现实中，任何一个地

方政府都没有做到实有人口服务与管理的全覆

盖。我们其实不光有一个十几万人的“北

漂”，全国范围有超 1.5亿的“漂泊一族”。

地方政府一个普遍的思维定势就是：户籍的

（其实就是计划经济时期所说的体制内的），

我管；流动的（社会的或体制外的），与我无

关。这不仅影响着全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对

社会的稳定与安全也形成巨大的压力。

政府改革之所以是一场“自我革命”，其

实就是要通过全面改革，让政府主动适应从

计划决定一切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

性作用的转变，适应社会高度同质到日益多

元化的转变，实现政府的全面、彻底升级与

改造。（2014年 3月 10日《新京报》江南一

木）

政府“自我革命”须打破思维定势

1889 年 4 月，荒尾精向日本参谋本部递

交了乐善堂间谍们的第一份重要成果：有关

中国大势的分析报告—《复命书》。这份报

告认为，清国的“上下腐败已达极点，纲纪

松弛，官吏逞私，祖宗基业殆尽倾颓”。此

后由驻华间谍们提供的一连串大势报告中，

最鲜明的就是强调中国的腐败，而不仅仅是

官场腐败。

清朝“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饰”。在这方

面，分析最为深刻的，是宗方小太郎。甲午战

争爆发后，宗方小太郎对其上一年草就的分析

报告《中国大势之倾向》进行了全面的修改。

他首先分析中国的年财政收入仅有 9074 万两

银子外加 523 万石米（作者注：清廷在 1893

和 1894 年两年的财政收入均在 8300 万两左

右），以中国之大，这是很不般配的。据他实

际调查，民间的实际税赋是此表面岁入额之四

倍，而且此类“定额以外之收入，一钱不入国

库，均为地方官吏所私有”。他认为，中国历

来贿赂之风盛行，地方官肆意刮削民众膏血，

逞其私欲。因此雍正帝时始设养廉银，随官位

之尊卑于俸给之外另行支给，拟以此杜绝其收

敛之弊。但滔滔之势，非区区制法所能禁遏。

时至今日，“养廉”二字实已辜负雍正之深

意，官吏舞弊之势日见加剧。

当时东西方均有不少人看好中国即将崛

起，坚信以中国之丰富物产，如能积极变革，

则“成为世界最大强国，雄视东西洋，风靡四

邻，当非至难之也”。但宗方小太郎对此不以

为然，认为这是“见其形而下未见其形而上

者”，观察一个国家也和观察人一样，应当先

“洞察其心腹”，然后再“及其形体”。他眼

中的中国虽然表面上在不断改革和进步，但

“犹如老屋废厦加以粉饰”，经不起大风地震

之灾。

清廷腐败规模是全局性的。当时清廷之腐

败规模几乎是全局性的，甚至连军队都大量参

与走私贩私，号称世界八强的北洋海军，其内

里的腐败也是造成甲午一战全军覆没的主要原

因。大量晚清小说均有对此的细致描写。宗方

小太郎叹息，中国本来是有信仰体系和精神支

柱的，那就是孔孟之道，但这一建国的基础却

变成了科举的材料、当官的阶梯而已，知识分

子汲汲营营地钻研此道，无非是以此为个人私

利服务。当了官掌了权之后，就把孔孟之道抛

在脑后，“得其位不行其道，而谋营私者

也”。从中央到地方，庸官俗吏献媚当道，清

廉高洁之士多不容于时流，官场一片漆黑，

“朝野滔滔，相习成风”。官场腐败更导致上

下隔阂，中央政府即使要施行仁政，也因为地

方官吏的“壅塞”而导致“美意不能贯彻至民

间”，好经都被歪嘴和尚念坏了，而少数有理

想有抱负的人，只好在“愤懑不平”之余“退

居闲地”，名望日高，隐然形成一股力量。所

以，他认为中国是“有治国之法而无治理之

人”。

宗方小太郎估计，以当时的形势来看，早

则 10年，迟则 30年，中国“必将支离破碎呈

现一大变化”。而就在他写完这篇文章后仅

16 年，武昌一场仓促而粗糙的革命就居然引

起了连锁反应，几乎是瞬间将一个老大帝国毁

灭。形势如此艰难，当政者理应“正纲纪、戒

骄奢，排解地方政治之紊乱，消除民庶之怨

薮，大施加仁惠，休养民力”，打造和谐社

会。但宗方小太郎更吃惊地看到，政府却因惯

性和麻木，束手无措，“因循支绌”，根本不

在乎民心向背，并大搞为太后祝寿等形象工

程，“粉饰太平”。（2014年 3月 5日《老人

报》雪珥）

公开权力清单只是改革的新起点

一份一百多年前的日本谍报

《来自星星的你》来势凶猛，新韩

流成了无法忽视的文化现象。韩国驻沪

总领事馆文化领事金镇坤在接受采访时

所言也佐证了这一观点：“儒家思想是

韩国文化的基础，影视剧提倡寻求真爱、

尊老爱幼、夫妻和睦这些普世的人生观

价值观。”

另一些数据或能说明更多问题。韩

国文化体育观光部调查显示，2012 年赴

韩旅游 1000万人次中 280万来自中国，

而 2013 年赴韩旅游的中国公民已达 380

万人次，韩流粉丝中有 58%的人到过韩

国旅游。去年韩国文化产品的海外输出

中，出版产业2.72亿美元，卡通书籍1800

万美元，大众音乐 2.75亿美元，电子游

戏 29.78 亿美元，电影 2300万美元，动

漫片 1.2亿美元，电视剧 2.42亿美元。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

血脉。我赞成这个说法。一个人的血液

指标可检测其健康程度，一个民族的强

盛，文化更是重要参数。老人跌倒没人

敢扶居然成为持久的公共话题，说明社

会风气已经病得不轻了。我们需要正本

清源，让民心柔软、健康。

思想文化领地看似无形，实为兵家

必争的战场。耗费巨资去购买纽约时报

广场屏幕放映形象片，对国人形象加不

了分；再多金色大厅、林肯中心的包场，

也未必能打通中国文化输出的管道。新

韩流的入侵应该令我们深思：中国传统

文化的精髓，究竟是怎么变成了舶来品。

（2014年 3月 10日《新民晚报》唐宁）

据《新京报》报道，“高考科目会

减少，不分文理科”，“建议取消三本

改为职教”，教育继续成为两会上的关

注议题。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崔

向群的一番话尤其发聋振聩。崔向群

说，我们单位也是用人单位。总的感

觉，毕业生质量在下滑。比如来的一些

研究生你会感觉到他的动手能力和理论

基础让人不是很满意。研究生和以前的

中专生、大专生也没有什么区别了。

“研究生和以前的中专生、大专生

也没有什么区别”，崔院士的话语或

多或少地验证着公众的某种感受，但

坦率地分析，类似的结论却有失严谨。

首先，“不如”本身就是个含糊的概

念，如果仅仅以动手能力来进行比较，

得出的结论难免片面；其次，时代在

变化，拿同一标准来对过去的大专生

和今天的研究生对比，也有失严谨。

如果硬要进行比较，无疑需要一个在

大量抽样后的多指标的评价体系，但

显然的是，如此体系至少崔向群院士

现在还拿不出来。

从这样的角度来说，将崔院士的观

点当作一种抽象的批评，可能更为准

确。崔院士在表达着自己具体的研究生

用人感受，实际上说的是我国的研究生

教育正在遭遇某种投入与产出的不对

称。2014年是我国研究生扩招的第十二

年，但实际上从 2009年开始，硕士研究

生的就业率就开始不及本科生。冰冷的

事实足以道出残酷的真相，那就是：当

研究生的就业率已被本科生乃至专科生

远远抛下，所谓的研究生教育其实是一

种无质量的扩张，其培养机制必须进行

现实转身。

以上并非危言耸听，从 1978年教育

部恢复研究生招生算起，高校研究生教

育已走过 30 余载的蹉跎岁月，分析此

中的沉浮得失，完全可以用王小波的三

本书名作划分。倘若说在上世纪末，大

学教育仍为精英教育，研究生培养因为

其严进严出而备受用人单位欢迎，它是

研究生教育的“黄金时代”，那么本世

纪初至研究生扩招的最初几年，则是

“白银年代”：大规模的扩招尚未开

始，研究生培养的质量也还差强人意，

研究生就业虽不至于热得灼手，也不至

于太困窘。而大规模扩招至今，则无疑

是研究生教育的“青铜时代”：规模庞

大、教育质量时有丑闻爆出，就业更是

令所有人忧心忡忡。

更进一步说，较之研究生教育扩招

的十几年，低就业率其实还不是它失落

的全部，它最大的失落，其实在于遗失

了整个社会对此种高学历培养模式的认

同。关于这一点，报章坊间已经看得很

清楚。就研究生报考的动机看，很多报

考者并非奔着学术或自我提升而来，他

们中的许多人就是为暂时寻找就业的

“避风港”；具体到培养模式上，本应

该以学术能力为参照的培养路径，却常

常被简单化地定义为应该“发表多少论

文”“获得多少证书”，于是一个导师

带上数十个研究生也就不足为奇了。作

坊般的培养方式，自然只会造成低能的

高学历者，最终被热衷于人口红利的利

益社会所冷落，演变成就业上的不尽如

人意。

就整体素质而言，我相信绝大多数

研究生高过中专生、大专生，但当就业

市场以及观察者都开始对此持否定态

度，这说明重构研究生教育质量的社会

信任迫在眉睫。大力度的扩招需要放慢

脚步，与此同时，研究生招录与教育模

式也要改革，比如在保证公平的前提

下，能否更多赋予高校甚至是具体导师

自主权？比如，如何最大限度地以科研

项目为培养内核，令学生都从中获得学

术性收益。但无论从怎样的视角来评

判，“研究生等同于中专生、大专生”

都是一种严重的警示，崔向群院士的批

评需要被教育管理者听见。（2014年 3

月 10日《大河报》王聃）

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一直是个热点。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们也在讨

论这个问题。江苏阳光集团董事长陈丽

芬指出：目前国内应届中学生 90%上大

学，仅 10%上技校。大量的大学毕业生

毕业后不愿意到一线工作，造成了整体

大学生就业困难而普工、技工严重不足

的局面。建议国家取消“三本”招生，

并将该部分计划划入职业教育。

大学生的素质似乎成了一个“罗生

门”，在用人单位看来，颇有“高不成，

低不就”之势，接受了大学教育，普工、

技工的活不愿意去做，也做不好。但一

些“高端”的活似乎也拿不下来，用人

单位对“动手能力和理论基础不是很满

意”。而在学校看来，仍然“一代一代

都在提高”。孰对孰错呢？

经常听到一个词叫“产能过剩”，

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陈丽芬代表大体

说到了点子上。现在的高等教育，的确

存在着“产能过剩”的问题。高等教育

的规模，应该与社会发展的需求相适应，

但“大跃进”式的扩招，使得大学教育

的规模超过了社会的需求，社会不能够

提供那么多适合大学生就业的岗位。而

反过来，又造成结构性的用工荒，普工、

技工招工难，为什么呢？高中毕业生都

去上大学了，上完大学就不愿意来这些

岗位就业了。

而过度的扩招又造成了高等教育质

量的下降。一方面是由于扩招后各种软

硬件条件跟不上，生源素质降低，学生

得不到高等教育应有的培养条件，也有

部分人达不到高等教育的要求。另一方

面，也是更重要的，就是大学在自身的

定位的问题上乱了方寸。本来之前作为

精英教育，培养高端人才的定位是明确

的。而扩招后，先是囿于原先精英教育

的模式，但受到就业市场的倒逼之后，

又意识到精英教育的模式难以适用于海

量的学生，培养目标又偏向市场导向。

这又导致了原先精英教育中固有优势的

丧失，比如研究生教育，朝着培养高级

技工的方向急剧坠落。

因此中国的大学需要重新定位。社

会的需求是多元的、复杂的，这就决定

了大学的定位也不可能“大一统”“一

刀切”。陈丽芬委员提的取消“三本”

招生，其实就是让这部分大学重新定位，

以培养实用型人才为目标。但“三本”

大学在中国的大学中只是少数，其他大

学也面临着认识自身、明确定位的问题。

少数大学，还是应该保持精英教育的定

位，为社会培养较高理论水平和研究能

力的毕业生。而大部分的大学，则应该

降低身段，面向现实，面向市场，明确

自己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这样，大

学毕业生，既有能够“上得厅堂”的，

也有“入得厨房”的。用人单位也可以

做到各取所需。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或

许能够得到改善。（2014 年 3 月 10 日

《羊城晚报》周云）

文化的市场与战场

大学生的培养需要分层定位

“研究生等同大专生”
是严重警示


